
本文讨论钱钟书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阐释与超越。钱钟书的思路是溯源流、观会通、辨同异，并将其转换成为“精

神蜕迹”—“文史通义”说。本文通过钱钟书对加赛德的论述上溯狄尔泰的精神科学，追问“精神蜕迹”—“文史通义”成

为可能的条件；通过钱钟书与海德格尔对于语言理解的比照，进而追问精神科学成为可能的基础。此说一旦展开，就

会显现出这样的内在结构：诗意言说→精神科学→精神蜕迹—文史通义。这一结构有三个层级，其中居前者为居后者

奠基。

20世纪40年代，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把章学诚与袁枚作比较，说章氏虽“痛诋子才”而“论

学大义，与随园说诗要指，实如月之印潭，土之就范，无甚差异”①。比如，随园主性灵为诗，实斋

主识力为学；随园讲“古有史而无经”，实斋则有“六经皆史”之说。为阐发并超越“六经皆史”

说，钱钟书将早于章氏提出此说的学者“捉置一处”，追溯源流而不迳为之谱牒，观其会通而不

泯同中之异，把这个几乎题无剩义的古老命题转换成“精神蜕迹”—“文史通义”之说，为传统

学术思想乃至人文学科研究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一、“六经皆史”说涵义

要了解章氏“六经皆史”说涵义，先须对“六经皆史”中的“经”与“史”做出解释。章氏《文史

通义》对“经”的界说大致有两层意思。第一，“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制度，见于政教行

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②。第二，孔子“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

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命其书为经”③。

至于“史”，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史”指“府史”与“五史”。前者是古代朝廷中的图书保

管员；后者则是朝廷中运用这些图书档案的文职官员。“府史”与“五史”的关系是“五史以卿

王达敏 徐庆年

“精神蜕迹”与“文史通义”
———钱钟书对“六经皆史”说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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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浩、图籍、章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

也”。其二，“史”指文献档案，还指“时王制度”与“当代典章”。因此，不能“舍今而求古，舍人伦

日用而求学问精微”④。其三，“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⑤。也就是说，史具有

事、文、义三个维度。

从《文史通义》看，章氏“六经皆史”说有三层含义。第一，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天。他

说：“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⑥在他看来，宋学有“空谈义理”之

弊。“天人性命之说，不可以空言也。……儒者欲尊德而空谈义理为功，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

雅也。……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

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⑦第二，主张即

器明道，反对“道不明而争于器”。在他看来，六经皆器，时人除空谈义理外，还有一弊，即“道不

明而争于器，实不足以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

察也”⑧。“器”与“道”相对。何谓“道”？“道者……皆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

‘天’也”。所以，一方面，“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⑨，另一方面，六经所不及之“事”，也

有“道”存焉，也应当“即其器”使之可见。这样看来，“即器明道”有两层含义。首先，既要即“经”

明道，也要即“事”明道。其次，器能明道，也可掩道。如果“溺”于“争器”、“竞文”就可能发生遮

蔽“道”的情况。第三，主张从考据开出义理，反对竞尚训诂之风。他针对时人对戴震的误解，指

出：“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也，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

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⑩据此，他强调要区分“纂辑”与“著述”，前者

提供史料，后者则通过史料阐明义理。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核心在于以“史”来贯通“义理”、“文

章”，正如他所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本末，文

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因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輥輯訛钱钟书曾严厉批评章

氏“记诵简陋”，而对他敢于扭转时风则予以肯定，说他“生于乾嘉朴学大盛之日……特立独

行，未甘比附风会，为当世显学”輥輰訛。

二、“六经皆史”说渊源

《谈艺录》并没有对章氏“六经皆史”说展开分析，而将目光投向早于章氏提出此说的诸多

学者。这些人是刘道原、王伯厚、陆鲁望、王阳明、王元美、胡元瑞、顾亭林、王通、程子、朱熹等。

晚年，他在《管锥编》和《谈艺录》补订本里又给这一名单增加了若干人，还特别添加了佛家。对

此，有学者以为这是“离开历史条件而单纯从名词演变作考察”輥輱訛。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即未能

理解钱钟书把诸多学者“捉置一处”的用心所在。

用心所在之一，循流溯源。章氏说过，他的学问属浙东学派，是承接王阳明而来的。而钱钟

书指出，在讲经即史的众多学者当中，“阳明之学最为明切。略谓：‘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

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存其迹以示法’云云。‘《春

秋》亦经’门音合董子《春秋繁露》之绪；‘五经亦史’，明开实斋《易教》上之说。阳明极称《文中子》

……按《中说·王道》篇云：‘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其述《诗》也，兴衰之

由显……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阳明‘五经亦史’，殆有所承”輥輲訛。

钱钟书这番话，由王通而王阳明而章学诚，揭示出章氏“六经皆史”之说渊源所自。当然，

章氏“家法”不必只此一系，正如钱穆所说，章氏“六经皆史”说还可追溯到郑樵和班固。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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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钱钟书也有所见，在《谈艺录·附说二十》中就指出章氏推重郑樵。章学诚说过：“家法不

明，著作之所以日下。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輥輳訛这样看来，章氏“六经皆史”说有师承也有

私淑。循此“家法”，我们才能通于古人，才有可能对于其说产生同情之了解。这就远不是所谓

“名词演变”所能范围的了。

用心所在之二，观其会通。钱钟书在追溯阳明之说后，进而把阳明与程子加以比较，指出：

“程子亦以史为存迹示法，而异于阳明者，存迹示法，法非即迹，记事著道，事非即道。阳明之说

若谓：经史所载虽异，而作用归于训诫，故是一是二。说殊浅陋。且存迹示法云云，只说得事即

道，史可作经看；未说明经亦是史，道亦即事，示法者亦只存迹也。”輥輴訛这句话不仅指出阳明之说

在义理上的欠缺，更揭示出在经史关系问题上，宋明道学中理学与心学看法的同与异。换句话

说，心学与理学对“六经皆史”的看法既有相同之处更有相异之处。

用心所在之三，从整个学术史的流变看经史关系。为进一步分析阳明之说的欠缺———未

说明经亦是史、道亦即事———钱钟书指出：“道乃百世常新之经，事为一时已陈之迹。《庄子·天

运》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

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或ノノ传》注引何劭为《荀粲传》，记粲谓：‘孔子言
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

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輥輵訛

庄子《天运》篇这句话的大意是：六经不过是先王留下的陈旧足迹，足迹并不等于践履。

《天道》篇则从语言分析角度来看道与言的关系。庄子以为，形色名声都不足以把握道的本质，

进而主张“得意忘言”。据此，钱钟书指出：“经本以载道，然使道不可载，可载非道，则得言忘意

之经，尽为记言存迹之史而已。”这样看来，王阳明所说“道即事”、“经即史”就站不住脚了。怎

么办？钱钟书则从“道统说”角度阐述了“道即事”、“经即史”的意蕴。他说：“道固非事，然而孔

子言道亦有‘命’，道之‘坠地’，人之‘弘道’，其昌明湮晦，莫非事与迹也。道之理，百世不易；道

之命，与时消长。此宋儒所以有道统之说，意谓人事嬗迁，初无间断，而斯道之传，每旷世而后

续，经也而有史也。”輥輶訛换句话说，“道即事”、“经即史”的“即”不能当作“就是”讲，而要当作“凭

借”、“依托”讲。一方面道因事著，另一方面事托理成。二者虚实相生，共殊交发，道理融贯迹

象，色相流露义理。

从整个传统学术史看，如果没有道、释两家对儒家经学的批评，就不可能有宋明道学对经

史关系的理论建构。把“六经皆史”说放在这个思想文化大背景下来考察，我们不难看到：一方

面，这个命题的确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六经皆史”之旨

虽然肇端于道家，但它毕竟在宋明道学那里才达到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理论高度。章学诚虽

然没有逾越这一高度，但他毕竟把这个学说集中地运用到史学理论研究之中，并形成了传统

史学理论的最后一座高峰。

总之，在这个几乎题无剩义的旧说面前，钱钟书用心所在是溯源流、观会通、辨同异，从而

为自己的新阐释做好准备。

三、“六经皆史”说与“精神蜕迹”说

任何一个传统学术命题，在现时代还有没有接着说的必要性，关键在于回答两个追问。一

个是它有没有真理性因素，另一个是如何把它转换成现代学术命题。钱钟书对这两个追问都

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他把历史上持“经即史”看法的学者“捉置一处”，既

“精神蜕迹”与“文史通义”———钱钟书对“六经皆史”说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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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其源流，又观其会通，从而阐明“六经皆史”说是有生命力的。所谓“群言歧出，彼此是非，各

挟争心而执己见，然亦每有事理同，思路同，所见遂复不期而同者”輥輷訛。

关于第二个追问，钱钟书有段话颇发人深省。他说：“史学的难关不在将来而在过去，因

为，说句离奇的话，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着的。……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

生了两种意义。”輦輮訛又说，历史上的事实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史的事实，一类是史家的事实，这

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历史现象比不得自然现象，既不能复演，又不能隔离，要断定彼此间关

系的性质，非常困难，往往同一个事实，两个史家给它以两种关系，而且都‘持之有故，言之有

理’。我们为谨慎起见，只能唤作史家的事实。”輦輯訛这就是所谓“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由此看来，章学诚以“史”为中心来贯通“义理”、“文章”，就存在着种种困难。其一，史

实难考；其二，史事性质难定；其三，丹青难写是精神，即便“志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词下笔，

或轻或重之间，每事迹未讹，而隐几微动，已渗漏走作，弥近似而乱大真”輦輰訛。怎么办？在不排斥

以“史”贯通“义理”、“文章”的情况下，钱钟书便转换了立足点和视角，即分别以“文”和“理”为

立场和视角来贯通“理”、“史”或“文”、“史”。

从“文”的角度看，他主张因文知世。他指出：“言不孤生，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

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典章制度，可本以见一时之政事；六经义理，九流道

术，征文考献，亦足窥一时之风气。道心之微，而历代人心之危者著焉。”輦輱訛这里，他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新的视角：既然言外有人，人外有世，那么与其因世求文，不如因文知世。因为因世求

文，容易造成强别因果的情况。比如“有明弘正之世，于文学则有李何之复古模拟，于理学则有

阳明之师心直觉，二事根本抵牾，竟能齐驱不倍”輦輲訛。而从因文知世看，在典章制度里，我们则可

以了解到当时的政治，在六经义理、百家道术乃至于一代文献里，我们则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

风气。这样看来，不论道心如何微妙，历朝历代人心如何危险，都能向我们显现出来。

需要强调的是，钱钟书《谈艺录》重要取向之一，就是以文学为中心来贯通文史哲。如果

说，“因文知世”还是对“因世求文”的一个反拨，那么，把握他的文学观才是弄懂他之所以能够

打通文史哲的关键。早在1932年，他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就指出刘勰《文心雕龙》有一个

重要观点，即“综观一切载籍以为‘文’”。对此，他表示赞同并加以论证。第一，“文者非一整个

事物，乃事物之一方面。同一书也，史家则考其述作之真赝，哲人则辨其议论之是非，谈艺者则

定其文章之美恶；犹夫同一人也，社会科学取之为题材焉，自然科学亦取之为题材焉，由此观

点之不同，非关事物之多歧”。第二，对于文学语言来说，“言之于物，融合不分；言即是物，表即

是里，舍言求物，物非故物。……如删除其世眼之所谓言，而简择世眼之所谓物，物固可得，而

文之所以为文（quiddity），亦随言共去矣”。第三，“文学题材，随时随人而多损益；往往有公认

为非文学之资料，无以取入文者，有才人出，具风炉日炭之手，化臭腐为神奇”。第四，“文章要

旨，不在题材为抒作者之情，而在效用能感读者之情”。第五，“文学史贵乎传信纪实，孔孟老

庄，班书马史，此固历古词流，奉为文学鸿宝者……脱一笔抹杀，不与记载，则后世文学所受之

影响，无可考见矣”輦輳訛。由上可见，钱钟书从作者、语言、作品、题材、读者和文学史等角度，全方

位阐发了在常人看来壁垒森严、声气不通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仍然存在着众多交集：比如，观

点创造事物；比如，言物关系；比如，宙合万汇百端莫非文料；比如，文学题材区域之扩张等等，

都可以作如是观。这是一种开放的、以行文之美为核心的文学观。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

“载籍皆文”这一命题，并且可以把它看作是对“六经皆史”的一个鲜明对照。

从“理”的角度看，他主张以思想激活史料。他指出：“不读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据相斫之

书，不能知七国；不穷元佑庆元之学，而徒据系年之录，不能知两宋。”在他看来，一部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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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不能仅仅凭借战争记录来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从当时儒老名法百家争鸣的思想

状态来把握其时代精神；有宋一代，不能仅仅凭借着编年史来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

从宋代道学来把握其文化心理。正如他所说：“龚定庵《汉朝儒生行》云：‘后世读书者，毋向兰

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断章取义，可资佐证。”輦輴訛在《谈艺录》第八四则

中，他还指出：禅可以通之于诗。比如，严羽在学诗工夫之外，另拈出成诗后之境界，妙语而外，

尚有神韵。不仅以学诗之事比诸学禅之事，而且以诗成有神，言尽而味无穷之妙，比于禅理之

超绝语言文字。

如果说因文知世是以“文”来贯通“史”、“理”，以思想激活史料、禅悟通于诗悟，是以“理”

来贯通“史”、“文”，那么再加上以“史”贯通“理”、“文”，钱钟书就得以在这三个立足点和视角

之间转换。这三个视角并行不悖，通而不同，各有优劣，互为补充。然而，钱钟书并没有就此停

步，而是继续寻求这三个视角的相通之处，进而提出“精神蜕迹”之说。

他说：“阳明仅知经之可以示法，实斋仅识经之为政典，龚定庵《古史钩沉》仅道诸子之出

于史，概不知若经若史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征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岂特六经而

已。”輦輵訛在钱钟书看来，王阳明只是从政治角度讲经之效用，章学诚和龚定庵只是说经、子之来

历，他们都忽视了经史子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精神蜕迹”说则揭示出经史子集乃至于一代

文献成为可能的条件在于：它们都是时代精神、文化心理的“蜕迹”和“征存”。“精神”或“心理”

本身就蕴含着“史”、“思”、“诗”（文）这三个不同的维度。因此，经史子集乃至于一代文献不仅

可以当“史”看，而且还可以当“思”看，当“诗”（文）看。比如，他既说“诗具史笔”，也讲“史蕴诗

心”輦輶訛；既说“哲学思想往往先露头角于文艺作品”輦輷訛，也讲《论语》之“泠泠善语”，《孟子》之“汩汩

雄辞”，《庄子》之“澜翻云谲，豪以气轹”、“其移情悦性，视寻常秋士春人将归远望之作，方且有

过之而无不及”輧輮訛；既说“历史是一个大掌故”輧輯訛，也讲“历史乃哲学以教人之实例”輧輰訛；既说“头脑

辩证法”别之于“情感辩证法”，也讲“情感之辩证，视观念之辩证更纯全正准，抒情诗作者具此

相反相成之体会”輧輱訛等等。

可见，“精神蜕迹”说是对“六经皆史”说的现代转换，它不仅为史学辟出了极为广阔的天

地，而且展现出传统学术思想乃至人文学科研究的新视角、新观念和新方法。

四、“精神蜕迹”说如何成为可能

以西方义理来阐发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钱钟书治学方法之一。如前所述，他立足于“精

神蜕迹”观念重新阐释“六经皆史”这一旧说，从而为传统学术思想乃至于人文学科研究开辟

了新天地。现在须追问：“精神蜕迹”说涵义是什么？它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钱钟书于上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评介西班牙哲学家加赛德《现代论衡》的文章。其中，他

说过一段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话：“加赛德教授以为一个时代中最根本的是它的心理状态

（ideology），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过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表现。这一点我认为不无理由。一般

把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认为是思想或文学造因的人，尤其要知道这个道理。这样看来，与其把

政治制度、社会形式来解释文学和思想，不如把思想和文学来解释实际生活，似乎更近情一

些。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至多不过是平行着的各方面，共同表示出一种心理状态……至于心

理状态之所以变易，是依照它本身的辨证韵节，相反相成，相消相合，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跟

着这种韵节而改变方式。从前讲‘时代精神’，总是把时代来决定精神，若照以上所说观点来

看，其实是精神决定时代。”輧輲訛

“精神蜕迹”与“文史通义”———钱钟书对“六经皆史”说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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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番话揭示出“精神蜕迹”的涵义，那么“精神蜕迹”说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加赛

德思想主要渊源之一是狄尔泰。从狄尔泰精神科学看，上述议论是有内在理路的。狄尔泰毕生

都在寻求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对象、基础和方法。他说：“我的基本哲学观点是：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人曾经将其哲学探讨建立在充分和全面的经验整体基础之上，并且因此而使其哲学

建立在实在的全部完满性的基础之上。思辨固然是抽象的……但是经验主义也同样如此。它

使自身立足于支离破碎的经验之上……完整的人是不可能被限制在这样的经验之中的。”輧輳訛

看来，狄尔泰是想把握经验的整体性以及实在的完满性。就经验的整体性而言，他批评经

验主义用感觉分割经验，而对康德关于知识始自经验却不产生于经验的看法则既有肯定又有

质疑。他赞同康德从思维主体方面寻求知识成为可能的根据，但批评“康德所设想的认识主体

的血管之中并没有流淌着真正的血液，而毋宁说只存在……经过稀释的理性的汁液”輧輴訛。而他

自己则从经验的整体性来寻求人的生命，当然，这里的“生命”不是指自然科学意义的生命，而

是指从精神和文化角度构成的“人的世界”或“精神的世界”。

所谓实在的完满性，就是指生命的客观化。这里的生命客观化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有

其同异。从生命客观化表现为社会实在来看，它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有相通之处，即不仅包

括语言、习俗、生活方式，而且还包括家庭、社会、国家和法律等。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也把

“生命客观化”称之为“客观精神”。但是，它们更有区别：生命客观化是从经验整体、生命实在

出发的，并且精神的各个方面（理智、情感和意志），甚至“黑格尔将其当作绝对精神而与这种

客观精神区别开来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说，艺术、宗教和哲学，也都可以包含在这同一概念

之中”。而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则是从绝对精神里推导出来的。因此，狄尔泰强调要以“生命及其

总体性（经验、理解过程、生命的历史脉络以及非理性方面所具有的力量）”来“取代黑格尔的

‘理性’”輧輵訛。这样看来，狄尔泰的“生命客观化”与钱钟书的“精神蜕迹”就吻合了。因此，在这个

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精神蜕迹”说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转换成追问精神科学的基石何在的问

题。

既然狄尔泰研究的出发点是生命，那么对于生命及其生命的体验、表达与理解及其关系

就构成精神科学的对象、基础和方法。在他看来，体验有这样几个特征。其一，体验不仅是个体

的，而且更具有社会性；其二，体验具有时间性；其三，体验具有直接给予性。但是，体验不管有

多少特点，最终都要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表达的特征是：其一，表达涉及我们身外的东西，从

而具有创造性；其二，表达的内容具有双重性。比如，微笑不只是嘴唇的一个运动，而且还反映

了微笑者的喜悦；其三，表达具有关联性，或者说表达总是在关联中出现。它是一个整体的一

个部分，并且受其影响。至于理解，则建立在体验与表达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它是相对于体验

和表达的一种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三者尽管相互联系，但理解毕竟是这一关联的核心。因为

体验、表达使我们产生相互交流的需要，而交流的目的在于达成我们的相互理解，达成理解才

使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形成认识（或共识）。需要指出，这里所说的理解不同于感

觉、知觉、想象、记忆，也不同于归纳、演绎。用狄尔泰的话说，理解就是我们通过心灵的表达去

认识体验的过程。这种“再体验”的过程，并不是一种心理过程的重演，而是一种新的独立认识

过程，或者说，理解就是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认识过程，“精神科学就这样奠定于生命、表达和

理解的基础之上”輧輶訛。在这里，所谓“生命”就是对“生命的体验”，因为生命深不可测，乃是一个

体验之流；所谓“表达”就是体验的外化；而“理解”则是对体验的外化的“再体验”。这三者及其

关联正是精神科学基石之所在。

如果把钱钟书概括的加赛德上述观点放在狄尔泰精神科学的背景下来考察，那么，钱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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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说的政治、社会、文学、哲学共同表现一种心理状态，精神决定时代，心理状态依照自己的

规律变易，政治、社会、文学、哲学跟着这种变化而变化等，就能从学理上讲得通了。既然钱钟

书的“精神蜕迹”说与狄尔泰的“生命客观化”有其吻合之处，那么，“在这种客观精神的王国之

中，任何一种对于精神的单一表述，都代表着某种共同的特征。任何一个语词、任何一个语句、

任何一个姿态或礼仪常规、任何一个艺术作品以及任何一种历史功绩，之所以都是可理解的，

是因为那些通过它们来表达自己的人，和那些理解它们的人，都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个体始

终是在某个共同的领域之中体验、思考和活动的，因而，他只有在这里才能进行理解。可以说，

任何一个得到人们理解的东西，都具有来源于这些共同特征的熟悉性的标记。我们都生活在

这样一个持续不断地围绕着我们的氛围之中”輧輷訛。这种共同特征对于一个特定时期而言，就是

时代精神；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就是文化心理。而对于一个个体或事件来说，只有通过与整体

的联系，才能获得自己的意义，或者说通过自己的表达（思想、行动以及体验性表达）才能获得

别人的理解。狄尔泰这番话还传递出这样一个观点：理解蕴含解释，或者说理解是从部分到整

体和从整体到部分的往返解释。其实，钱钟书在《管锥编》第一册解读《左传正义》的第三则札

记中就引过狄尔泰“阐释之循环”这一概念，在《谈艺录》补订本第611页还引过狄尔泰关于读

者理解作者可以胜过作者理解自己的说法。这样看来，钱钟书“精神蜕迹”说与狄尔泰思想就

有着某种渊源。

五、从“精神蜕迹”到“文史通义”

钱钟书“精神蜕迹”说与狄尔泰“精神科学”既有相通一面，也有相异一面。所谓相异，主要

是指“精神蜕迹”说是建立在古今中西比较基础之上的，而“精神科学”则显然没有中西比较的

视野。换句话说，“精神蜕迹”说还具有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宋明道学背景。这主要表现在“精

神蜕迹”说中的“精神”、“蜕迹”与宋明道学中的“心”、“心之作用”有其相通之处。钱钟书指出：

“心者以动为性，以实为用”。“动”与“静”相待，所谓心之性为“动”，正是心之“精神”所在。那

么，怎样看待“静”？“静”不过是“动”的一种状态。所谓“凝而不纷，锲而不舍。心专则止于所注

之物，非安心不动，乃用心不移。如大力者转巨石，及其未转，人石相持，视若不动，而此中，息

息作用、息息消长也”。既然“心之性”为动，那么“心之作用”则为“实”而非“虚”。因为“心与心

注者融合无间……有所寄托，有所主宰，充盈饱实，自无余地可容杂念也”輨輮訛。这里的“实”正是

“蜕迹”的另一种表达。在把握“心”（“精神”）之性—“动”与“心之作用”（“蜕迹”）—“实”的前提

下，“精神蜕迹”说又可以做出这样的表述：“人共此心，心均此理，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

则一。名法道德，致知造艺，以至于天人感会，无不须施此心，即无不能同此理，无不得证此

境。”輨輯訛所谓“此心”、“此理”、“此境”，分说为多，总而言之则一：“此心”。在这个视野里，“精神蜕

迹”说也好，“精神科学”也罢，乃至古今（时代）中西（地域）学科学派，都可以互相参照、对话和

会通。何也？曰“同用此心”。

在此基础上，钱钟书进一步把比较工作推进到文史哲领域，提出“文史通义”之说。“文史

通义”说是对“精神蜕迹”说的具体化或升华。如果说，“精神蜕迹”说研究对象与范围是“综一

代典”；那么，“文史通义”说的研究对象、范围与取向则是“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

社会学等为一家”輨輰訛。如果说“精神蜕迹”说揭示出经史子集乃至一代文献都是“精神”或“心理”

的“蜕迹”或“征存”，那么“文史通义”说则进一步阐明文史哲之间“通而不同”。

关于文史哲“通而不同”中的“通”，上文已经做过分析，此处不赘。至于把握文史哲“通而

“精神蜕迹”与“文史通义”———钱钟书对“六经皆史”说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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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中的“不同”，也就是打通文史哲的必要条件和基本途径之一。在《谈艺录》第九一则“论

难一概”輨輱訛中，钱钟书从庾信诗文相异谈起：“一手之作而诗文相异……且不特著述为尔，即议

论亦往往一人之说，是丹非素，时无先后，而判若冰炭。”接着，他把古今中外相近事例捉置一

处，从而指出：“一身且然，何况一代之风会，一国之文明乎。”比如，江西诗派与象山学派，一派

好掉书袋，一派则几乎废书不读。两派同出一地，却并行于世。又如法国大革命时，政论空扫前

载，而文论抱残守阙。两论同出一时，竟能齐驱不倍。由此，他引出结论：“学者每东面而望，不

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这是从反面说。而从正面看，学者则必须

“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同异之者，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

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在对待—多、大小、同异等问题上，我们要采取“执两用中”

的态度和方法。一方面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另一方面通以骑驿，也复知其矛盾。这才是

“通而不同”的完整涵义，这才是所谓“文史通义”。

六、“言说”———为精神科学奠基

将“通而不同”分而言之，是非常勉强的。要强调的是，完整地阐发“通而不同”是贯穿钱钟

书青年时期《谈艺录》、特别是晚年《管锥编》的一根红线。如果说《谈艺录》主要是以“文”为中

心来贯通“史”、“哲”，且“史”、“哲”还处于从属地位，那么《管锥编》就已经相当自如地在“文”、

“史”、“哲”这三者之间进行转换了。如果说前者解读的文本主要是古代中国诗歌与批评，那么

后者解读的文本就已经横贯经史子集。表面上，《管锥编》不过是中国古代十部典籍的读书札

记，实际上则揭示了中国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一个方面：求“通”。为什么？因为“通”既是境界

（老子“玄通”、孔子“一以贯之”），也是路径（庄子“通于道”）。从“文史通义”说的建构来看也是

这样，因为“文史通义”说是“精神蜕迹”说的运用或升华，而“精神蜕迹”用宋明道学的话来说

则是“施此心”，所以“文史通义”就是“此心”的显现，或者说就是“道心”通过“人心”而显现。此

之谓“用心之处万殊，而用心之途则一”。

现在的问题是，如前所述，“施此心”或“精神蜕迹”的基础在于精神科学，而精神科学的基

石在于“生命、表达和理解”，那么“生命、表达和理解”等观念又是如何成为可能？只要这个问

题还没有得到解答，精神科学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悬而未决。

为了回答这一追问，我们对《管锥编》第一册第一则札记进行研究时有了重要发现。《管锥

编》第一册解读的第一部书是六经之首《周易》，第一则札记就是“论易之三名”，可以说这则札

记（以下引文不再加注者，均出自此札）是全书心眼所在。他从批评黑格尔入手，强调汉语与德

语一样，也具有“一字多意之同时合用”的能力；指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曾以德语“扬

弃”一词为例，说该词蕴“灭绝”与“保存”二意，能以“相反两意融会为一”。据此，在《大逻辑》中

黑格尔将矛头指向中文，说中文“不宜思辩”。了解这一看法，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在《哲学史

讲演录》里为什么讲中国古代哲学不是真正的哲学。黑格尔这些看法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

果他的说法成立，就等于说中国哲学乃至于中国文化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成年。钱钟书正是

有鉴于此，通过对“易”、“诗”、“论”、“王”、“衣”等词义辨析，指出中文同样可以“赅众理而约

为一字，并行或歧出之分训得以同时合训焉，使不倍者交协、相反者互成”。这样一来，黑格

尔的上述种种看法就站不住脚了。更重要的是，钱钟书进而指出“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不

仅“义理”有之，而且更是“诙谐之惯事，固词章所优为”。这就是说，文学语言与逻辑语言相

比更具有辩证性，这也同上文引述他关于情感辩证与观念辩证的比较具有一致性。无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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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这正和海德格尔关于“言谈”的说法———“把生存展开，这本身可以成为‘诗意的’言谈的目

的”輨輲訛———有其吻合之处。

在海德格尔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固然重视语言，但是对语言的理解与运用走上了歧途，用

逻辑思维规定作为语言的惟一取向。形而上学把语言逻辑化、形式化的结果，是把语言的起源

或本质遮蔽起来。于是，他追溯“logos”的用法，发现“logos”除了“理性”等义外，还有一个更为

源始的用法———“言说”。这种“言说”才是语言现象的生存论基础，而后来的哲学、语言学研究

却将“logos”等同于“逻辑”，导致“理性”遮蔽“言说”，“logos”的本源义就被遗忘了。在后期，他

对“logos”基本涵义又做出有别于“言说”的解释———“聚集”。这不是说他前期的“言说”就错

了，“言说”也是一种“聚集”。但是，这种“言说”或“聚集”还只是“此在”的生存论上的一个环

节。到后期，作为“聚集”意义上的“logos”就是语言，并且不是“此在”“言说”，而是语言在说。这

是“一种把人也涵括在其中的无所不在地运作着的源始的发生性力量。……语言与存在可以

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聚集’意义上的‘逻各斯’，既是存在的无所不在的运作，也是语言无所

不在的运作”輨輳訛。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所谓对“存在的遗忘”，就是对语言本身的

遗忘。现代人一直认为是自己在说“语言”，其实是“语言”在让我们说话，而我们只能“倾听”、

“沉默”并“守护”“语言”。如果我们以逻辑学、语言学上的种种规定来控制“语言”，那么“语言”

就会沦落成为某种现存的东西或工具，实际上，这也正是“存在”名词化以来，“存在”沦落成为

“存在者（实体）”的不幸状况。传统形而上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并进而为自然科

学、哲学社会科学（包括语言学）提供基础。但是，严重的问题在于，形而上学自身如何成为可

能恰恰被忽视掉了。这样看来，“语言”的起源或本质不能以逻辑和语言学研究来把握，而只能

通过“存在之思”或者说“语言之思”来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这种显现是诗性或诗意的，即

“思”（存在）。

了解海德格尔上述思想，我们就可以理解他对狄尔泰的批评。他指出，狄尔泰生命哲学虽

然具有某种领悟“此在”的倾向，“但‘生命’本身却没有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成为问

题”輨輴訛。换句话说，狄尔泰的“生命”、“人格”还没有真正进入“此在”这一维度。主要原因之一是

“人们试图把握‘语言的本质’，但他们总是依循上述环节中的某一个别环节来制定方向；‘表

达’、‘象征形式’、‘陈述’的传达、体验的‘吐诉’、生命的‘形态化’，诸如此类的观念都是人们

用以理解语言的指导线索。即使人们用调和的方法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堆砌到一块儿，恐

怕于获取一个十分充分的语言定义仍无所补益。决定性的事情始终是———在此在的分析工作

的基础上先把言谈结构的存在论生存论整体清理出来”輨輵訛。这就是说，对于“生命”、“表达”和

“理解”及其相互关联，不能以逻辑化方式把握，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先得清理“生命”、“表达”

和“理解”的地基，这一经过清理后的地基就是“此在”对“存在的领会”或“诗意言说”，也就是

“生命”、“表达”和“理解”等观念成为可能的条件。

行文至此，除了前面所引的钱钟书对于语言既具逻辑辩证性更具情感辩证性的看法外，

我们还需要引出他对语言的其他说法。他指出：“苟有实而尚‘未名’，则虽有而‘若无’；因无名

号则不落言说，不落言说则难入思维，名言未得，心知莫施。故老子曰：‘有名万物之母’。”輨輶訛在

《谈艺录》里，他更是直接征引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至谓古训‘人乃理性之动物’本旨为‘人乃

能言语之动物’。”这句话引申一下就等于说，如果除去语言，人就会沦为纯粹动物。据此，他接

着说：“人生大本，言语其一……公私百事，胥赖成办。潜意识之运行，亦勿外言言语语。”又说：

“诗藉文字语言，安身立命。”輨輷訛上世纪40年代，他还说过：“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

面。”輩輮訛虽然他以上所说还不能与海德格尔的“诗意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直接等同，但是他

“精神蜕迹”与“文史通义”———钱钟书对“六经皆史”说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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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于语言的理解无疑有其一致性，特别是海德格尔的“言说”以“诗”或“诗意”为取向，更与

钱钟书的“诗藉文字语言，安身立命”说法异中有同。当然，他们不是也不可能对语言的逻辑分

析、语言学研究一棍子打死，而是对其走火入魔的一种解构。他们是在提示：在对语言进行科

学主义式地把握之外、之后或之上，还有作为“言说”意义上的“语言”。这种“言说”不仅是“逻

辑”、“语言科学”成为可能的条件，也是“生命”、“表达”和“理解”成为可能的基础。

概而言之，从《谈艺录》讲到《管锥编》是想说明，钱钟书虽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评价

不甚高，对其核心部分也未作展开，但是他能站在整个传统学术史高度，几乎把儒道释关于经

与史关系的看法一网打尽，并且溯源流、观会通、辨同异，则又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章氏观点。

更重要的是，他自觉地运用西方人文学科的新观点、新方法来贯通传统学术，将“六经皆史”说

转换成为“精神蜕迹”—“文史通义”说。此说一旦展开，就会显现出这样的内在结构：诗意言

说→精神科学→精神蜕迹—文史通义。这一结构有三个层级，其中居前者为居后者奠基。这就

是中西人文学科比较的对象、基础和方法。在这一新的视野中，传统学术史上“六经皆史”、“载

籍皆文”和“文以载道”等著名命题，不仅彼此并不对立，而且相互映照、相互阐发、相互贯通。

我们既可以分而析之，也可以合而观之，从而可以对其做出现代性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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